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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人心难读：冲突中的预测偏差及其心理机制* 

陆静怡  邱  天  陈宇琦  方晴雯  尚雪松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广泛存在的预测偏差严重妨碍了冲突管理, 因此, 欲解决冲突管理的难题, 必须探究人类在冲突中

的预测偏差。然而现有研究多着眼于非冲突中的预测偏差, 未考虑冲突的独特性。本项目旨在突破当前的理

论困境, 探讨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独特规律及其心理机制与后果, 具体而言包括四大目标：(1)聚焦冲突事

件中的预测偏差, 并以对应的非冲突事件作为对照, 揭示预测偏差在冲突中独特的表现形式, 提出冲突事件

的“偏差放大效应”; (2)从动机性认知视角探讨“偏差放大效应”的心理成因, 揭示“负性驱动机制”; (3)考察“负

性驱动机制”下预测偏差导致的后果; (4)设计有效的去偏差方案。本项目最终将构建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理

论模型, 推动对预测偏差的全面理解, 发展行为决策理论, 帮助公众和社会治理者准确预测他人, 提升冲突管

理能力, 提高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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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人生活在“冲突的世界”, 冲突难以避免。冲突

事件, 是指当事某方采取的行动可能对另一方造

成直接且明显的伤害、进而导致紧张关系的事件, 

例如个体之间的冒犯、企业之间的竞争、群体之

间的歧视等。冲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冲突管理

得当可以促进交流创新, 调和矛盾, 使社会保持

生命力, 百家争鸣; 冲突管理失败则会带来严重

后果 , 有损人际关系 , 扼杀新思想 , 阻碍组织进

步, 导致社会僵化。 

导致冲突管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

预测。例如, 当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时, 高估辟

谣对被辟谣者带来的伤害可能使人不愿意辟谣 , 

导致谣言四起,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拒绝他人的

请求后, 高估被拒绝者的消极反应可能会使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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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疏远朋友, 导致人际关系破裂。可见, 错误的预

测让人既无法发挥冲突的建设性作用, 又无法从

根本上消解冲突以调和矛盾。 

对他人想法的准确预测不仅是冲突管理的关

键, 也是作出好决策的前提(Lu & Shang, 2021)：

管理咨询公司追求准确预测客户偏好, 企业的产

品设计追求准确预测消费者喜好, 国家的政治交

涉追求准确预测他国底牌。预测一旦失准, 决策

的合理性成疑。 

但 是 , 预 测 偏 差 (misprediction) 广 泛 存 在

(Epley, 2008), 人无法准确预测他人的感受、想法

与行为, 这严重妨碍了冲突管理。因此, 要想解决

冲突管理的难题, 研究者必须探究冲突事件中的

预测偏差, 理解其表现、心理机制、后果, 并形成

一套有效的冲突管理方案。然而, 现有研究多着

眼于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 未能对冲突事件

中的预测偏差给予足够关注, 缺乏相应理论阐释

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考虑到现实的需求和目

前的理论困境, 研究者亟需探索冲突中的预测偏

差 , 构建新的理论 , 从而全面理解预测偏差 , 帮

助解决冲突管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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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 

2.1  从经济学的预测到心理学的预测偏差 

研究者对预测的关注由来已久。经济学家早

就意识到, 对他人想法的预测在宏观层面有助于

确保经济良性发展, 使供需双方达到平衡(Keynes, 

1937); 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最大化个人利益, 例如

在“囚徒困境”中通过预测他人所用策略谋取尽可

能短的刑期(Axelrod, 1980), 这也是博弈论的核心。 

在经济学家指出准确预测他人的重要性后 , 

心理学家探讨了人们预测他人的心理过程, 并发

现了预测偏差, 它是指人对他人的预测偏离他人

的 实 际 情 况 。 预 测 偏 差 的 两 种 形 式 是 高 估

(overestimation)和低估(underestimation)。目前, 心

理学家着重探讨了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 并

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析这些偏差的心理机制。 

2.2  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 

首先, 人在预测未与自己处于社会互动中的

他人时存在偏差。研究发现, 人会高估他人对相

对效用占优的选项的喜爱程度(Lu & Shang, 2021); 

低估自己表露恐惧和不安后, 旁观者对自己的喜

爱程度(Gromet & Pronin, 2009); 高估自己犯错后, 

旁观者对自己的严苛程度(Savitsky et al., 2001); 

高估他人社交生活的丰富程度(Deri et al., 2017); 

高估他人为获得金钱而在公众面前进行表演的意

愿(van Boven et al., 2005); 高估他人选择常见选

项的可能性(Reit & Critcher, 2020); 高估他人的

消费金额(Jung et al., 2020); 高估他人与高社会地

位者交朋友的意愿(Garcia et al., 2019); 错误预测

他人的冒险程度(Hsee & Weber, 1997)。 

其次, 人在预测与自己产生实质性社会互动

的他人时也存在偏差。例如, 人会低估赞扬带给

他人的积极影响(Boothby & Bohns, 2021); 表达

感激者低估被感激者的积极感受(Kumar & Epley, 

2018); 与他人分享自身成就者高估他人为自己感

到骄傲的程度(Scopelliti et al., 2015); 谈话者低估

听话者对他们的喜欢程度(Boothby et al., 2018); 

故事讲述者预测听众喜欢听新颖的故事, 而事实

上听众更喜欢听熟悉的故事(Cooney et al., 2017); 

发送信息者低估语音信息带给他人的积极感受

(Kumar & Epley, 2021); 施助者低估求助者在求

助时的尴尬体验(Bohns & Flynn, 2010), 错误预测

受助者愿意给予自己的回报(Zhang & Epley, 2009);  

求助者低估他人答应帮助自己的可能性(Flynn & 

Bohns, 2008); 送礼者错误预测收礼者喜欢贵重

的礼物(Flynn & Adams, 2009)、完整但吸引力一般

的礼物(Kupor et al., 2017)、物质型礼物(Goodman 

& Lim, 2018), 而事实上, 收礼者不那么在意礼物

的贵重程度, 喜欢吸引力高但不完整的礼物, 喜

欢体验型礼物。 

这些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会导致一系列

负性后果。对预测者而言, 预测偏差有损积极情

感体验与幸福感。例如, 高估他人对自己的严厉

程度可能引发自卑 , 甚至使人产生自我怀疑

(Epley et al., 2002), 造成不必要的焦虑与担忧

(Savitsky et al., 2001)。对预测对象而言, 预测偏

差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由于人习惯于先预测他

人的喜好再为他人挑选礼物, 预测偏差会使收礼

者收到自己不喜欢的礼物, 这导致了美国每年高

达 40%的礼品退货率(Kupor et al., 2017)。在组织

中, 由于管理者错误预测员工的动机, 从而未能

充分鼓励员工参与组织决策, 使员工的积极性受

到打击(Heath, 1999)。 

2.3  非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心理机制 

现有理论认为, 预测者在其所处角色中, 根

据自己能接触到的信息预测他人, 很难将自己置

身于预测对象的角色中, 从对方立场考虑问题。

这种认知局限是非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主要原

因, 涉及以下两部分。 

2.3.1  预测者的自我中心 

人在判断他人时表现出自我中心(egocentrism; 

Epley et al., 2004; Gilovich & Savitsky, 1999), 将

自己的态度、信念、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 从而

产生预测偏差。锚定与调整(anchor and adjustment)、

聚光灯效应 (spotlight effect)、错误一致性 (false 

consensus)和共情鸿沟 (empathy gap)都是自我中

心的体现。 

锚定与调整指在估计他人的想法时, 人首先

锚定在自身视角上 , 然后朝着他人视角进行调

整。然而, 这种调整往往不够充分, 使得对他人的

判断向自我视角偏移(Epley et al., 2004)。这种不

充分的调整会导致预测偏差, 例如高估他人与自

身态度的一致性(Krueger & Clement, 1994)。 

聚光灯效应指人常觉得周围人的目光都聚焦

在自己身上 , 彷佛头顶有一盏聚光灯照射着自

己。但事实上, 没有人会像自己那样关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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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人普遍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Gilovich 

et al., 2000)。这导致人高估他人对自己错误行为

的严苛程度(Savitsky et al., 2001)。 

错误一致性指人会夸大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

普遍性, 错误认为他人的观点和立场与自己的一

致(Ross et al., 1977)。错误一致性也会引发预测偏

差, 例如喜欢意大利餐的人倾向于认为全世界人

民都喜爱意大利餐, 爱交际者认为他人也都爱交际。 

共情鸿沟指当人处于“冷”的非情绪状态时 , 

难以准确预测自己处于“热”的情绪状态时的感受

(Loewenstein, 2005)。由于存在共情鸿沟, 预测者

往往无法准确预估自己在他人所处情绪状态下会

作出怎样的反应, 再加之人不能准确判断他人与

自己之间的差异, 从而产生预测偏差(van Boven 

et al., 2013)。例如人会高估他人愿意参加尴尬的

公众表演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共情鸿沟使人高估

了自己在相同情境中对尴尬的容忍度(van Boven 

et al., 2005)。 

2.3.2  预测者对预测对象所持信息的可及性有限 

预测者往往无法完整获取关于他人的信息 , 

因此错误预测他人。这种有限的信息可及性

(accessibility)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 预测者无法全面观察他人的行为。预

测者会将自己看到的他人的行为作为预测他人的

依据。然而, 他人的很多行为难以观察(Malle & 

Pearce, 2001), 因而导致预测偏差。例如, 人很难

捕捉到他人观察自己的场景, 所以错误预测他人

观 察 自 己 的 频 率 低 于 自 己 观 察 他 人 的 频 率

(Boothby et al., 2017)。 

第二, 预测者无法触及他人的内心体验。人

了解自身的感受和意图, 却无法触及他人内心的

想法。因此, 人在判断自己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

体验 , 在判断他人时更多依据他人的外显行为 , 

这种内省错觉 (introspection illusion)会导致预测

偏差(Pronin, 2008)。例如, 当人们想和他人谈话但

羞于迈出第一步时, 很难想到他人也和自己一样

想聊天却感到害羞, 而仅以他人的沉默行为推测

他们不愿与人聊天(Epley & Schroeder, 2014)。 

综上, 由于预测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人的信息, 

因而无法准确预测他人。 

2.4  已有研究的不足：忽视冲突中的预测偏差 

现有研究多关注非冲突事件, 较少探讨冲突

事件中的预测偏差。两个例外是, 第一, Levine 和

Cohen (2018)考察了实话实说这一可能会引发人

际冲突的事件, 发现人会高估说出可能会冒犯他

人的实话之后他人的消极反应。第二, 尚雪松等

(2021)考察了好心帮倒忙这一可能会引发人际冲

突的事件, 发现好心帮倒忙者会高估帮倒忙的负

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冲突事件有其独特性, 从理

论角度而言, 关注冲突事件并将其与非冲突事件

进行对比将有助于研究者全面理解预测偏差。 

2.4.1  预测偏差的成因：从认知局限到动机性认知 

绝大多数现有研究仅关注自下而上的加工 , 

采取信息驱动的视角, 考察了非冲突情境下的预

测偏差, 并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人被动地受限于

认知上的不足, 例如缺乏对他人信息的了解、锚

定于自身视角等(Epley et al., 2004)。但是人的认

知加工方式不仅是自下而上的 , 知觉集理论

(perceptual set theory)指出个体的期望、动机、推

理等主观因素可以自上而下地调控信息加工, 这

对于认知同样至关重要(Allport, 1955)。因此, 现

有研究未能从自上而下的加工视角解析预测偏差

的成因。 

事实上, 预测偏差完全有可能受动机的驱动

自上而下地产生。根据动机性认知 (motivated 

reasoning)理论, 人理解事物的方式受自身愿景影

响, 人会根据其需求主动建构调整对事物的认知, 

以满足其动机(Kunda, 1990)。例如, 人相信与自己

既 有 信 念 一 致 的 梦 比 不 一 致 的 梦 更 有 意 义

(Morewedge & Norton, 2009); 相信自己期望的结

果更可能发生(Chambers & Windschitl, 2004)。因

此 , 在动机的影响下 , 人也可能主动改变认知 , 

从而作出有偏预测。 

在冲突中, 人具有在非冲突事件中不具有的

独特动机, 这些动机可能促使预测偏差自上而下

地产生, 并决定其特殊的表现和后果。分析冲突

事件中人的动机, 对解释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

至关重要。具体而言, 冲突事件引发了人的两类

动机： 

第一, 自我保护的动机, 即保护自身在冲突

中避免或少受消极结果影响的动机。享乐原则

(hedonic principle)指出, 人具有趋利和避害两种

基本动机(Higgins, 1998)。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避免消极结果的动机相比获取积极结果的动机具

有更强的适应性, 能够帮助个体存活。这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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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偏差(negative bias), 即人对负性刺激比对正

性刺激更为敏感(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相比非冲突事件, 冲突事件具有

更多、更严重的负性后果。因此, 在面对冲突时, 

人会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动机, 极力回避消极结

果(Norem & Cantor, 1986)。放大冲突事件对自己

造成的负面结果, 可帮助人们作好心理准备或采

取预先应对, 从而满足自我保护的动机。 

第二, 避免造成人际伤害的动机。冲突事件

的负性结果除了作用于预测者自己, 还会作用于

他人, 造成人际影响。根据社会互动中高度优先

的“预防人际伤害原则” (Schein & Gray, 2018), 人

对他人可能遭受的损失也非常敏感。相比非冲突

事件, 在冲突事件中人更需要警惕潜在的人际伤

害, 尽量不伤害他人。例如反驳他人观点可能会

伤害被反驳者、拒绝他人请求可能会伤害提请求

者, 这些冲突情境下的人际伤害都是人所希望回

避的。放大冲突事件对他人造成的负面结果, 可帮

助人们回避冲突, 从而满足避免人际伤害的动机。 

从动机性认知的视角出发, 上述两种动机会

影 响 人 在 冲 突 事 件 中 的 认 知 全 过 程 (Kunda, 

1990)。根据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信息加工过程可分为注意搜索信息、知

觉加工信息、根据信息思考并决策三个阶段。在

三个阶段中, 人都会受到在冲突事件中独特动机

自上而下的影响。例如在冲突事件中, 人会在注

意上对潜在的负性结果投以更多关注、在知觉上

高估冲突事件负性后果的严重性、在思维上为坏

事而忧心忡忡。 

综上, 客观的认知局限在冲突和非冲突事件

中均会导致预测偏差, 但在冲突事件中, 预测偏

差还可以由动机所驱动, 这是非冲突事件中预测

偏差所不具备的机制, 也是现有研究所缺失的重

要环节。因此, 要完整理解预测偏差如何产生, 就

必须将动机性认知的视角纳入研究框架, 构建包含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路径的预测偏差理论模型。 

2.4.2  对预测偏差的理解：从错误到适应性意义 

现有研究多从认知局限的视角解析预测偏差

的成因, 因此, 研究者多认为预测偏差是一种错

误 , 着重关注其消极影响 (Epley et al., 2002; 

Savitsky et al., 2001), 未能充分意识到预测偏差的

适应性作用。从动机性认知的视角分析预测偏差

的心理机制有助于发现预测偏差的适应性意义。 

近年来, 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生态

理性观(ecological rationality), 推动了对理性的理

解。该观点指出, 只要人的决策过程能够与现实

环境协调一致, 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要求, 即使

这些过程中存在经济理性意义上的偏差, 所谓的

偏差也可加以利用、具有适应性(Gigerenzer, 2008)。

从生态理性的视角来看, 预测偏差具有一定的适

应性, 并非全然是错误。例如, 高估他人的情绪反

应可以使他人认为预测者更有同理心, 对预测者

形成更好的印象(Klein, 2019); 个体可以通过将

消极结果预计得更加糟糕让自己作好准备, 从而

达成自我保护的目的(Dai & Hsee, 2013)。 

在冲突事件中, 我们更应当辩证看待预测偏

差。鉴于冲突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和消极性, 个体

需要在冲突事件中保护自己、减少对他人的伤害。

在冲突事件中, 由动机驱动的预测偏差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个体满足其需求, 因此, 冲突中的

预测偏差具有适应性意义, 研究者需要站在生态

理性的视角, 全面认识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积

极和消极面。 

3  研究构想 

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和反思, 本项目聚焦

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 并以非冲突事件作为对

照, 探讨预测偏差在冲突中独特的表现形式及其

心理机制与后果 , 从而突破现有研究的理论困

境。本项目提出冲突事件的“偏差放大效应”, 即冲

突中的预测偏差大于对应的非冲突中的预测偏

差。该效应具有“负性驱动机制”, 即冲突让人在注

意、知觉和思维等认知加工过程中更加聚焦负性

信息。 

3.1  研究 1：冲突事件的偏差放大效应 

预测偏差广泛存在于冲突与非冲突事件中。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探讨了非冲突中的预测偏差 , 

但没能揭示预测偏差在冲突事件中的独特表现。

我们提出, 在冲突事件中, 预测偏差的程度会被

放大 , 即存在“偏差放大效应”, 例如反驳他人者

对他人的体验产生较大的错误预测, 而赞同他人

者则能更准确地预测他人的体验。 

“偏差放大效应”源自冲突事件的独特性。一

方面, 冲突事件具有负性事件的属性。根据负性

偏差理论, 负性事件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远强于中

性和正性事件(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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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zman, 2001)。因此, 冲突可能会带来强烈的负

性体验。另一方面, 冲突事件会造成人际伤害, 而

在社会互动中 , 人们优先遵循“预防人际伤害原

则” (Schein & Gray, 2018)。因此, 个体尽力避免发

起会造成人际伤害的冲突, 同时对冲突中涉及人

际关系的后果十分敏感。总之, 相比非冲突, 在冲

突中, 人们面临更多更严重的负性后果。 

对负性后果的敏感使人在发起冲突(如拒绝

请求、反驳观点等)时设想最坏的后果, 作足准备, 

进而影响人在冲突事件中的预测。面对冲突的潜

在负性后果, 人产生自我保护动机, 努力保护自

己免受伤害(Norem & Cantor, 1986), 进而在动机

的驱使下调控认知(Kunda, 1990)。而这些过程在

少有负性后果的非冲突事件中并不存在, 非冲突

事件中预测偏差的来源仅仅是认知的客观局限 , 

不会受到动机的推波助澜。 

因此, 我们提出假设 1：人在冲突事件中的预

测偏差大于在对应的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 

3.2  研究 2：偏差放大效应的负性驱动机制 

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不仅有独特的表现, 也

有其独特的机制。以往研究从认知局限的视角指

出, 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主要源于预测者仅

用其能接触到的信息预测他人 , 即客观认知缺

陷。诚然, 非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部分理论可

以沿用至冲突事件中。但是, 冲突事件可能影响

人的动机, 从而改变人主动加工信息的过程 , 自

上而下地产生预测偏差。我们将冲突事件中预测

偏差的独特机制称为“负性驱动机制”。 

“负性驱动机制”的根源在于对负性结果的恐

惧。根据动机性认知理论, 人理解事物的方式往

往受自身愿景影响。因此, 预测者会根据其需求

主动建构对事物的认知。冲突事件具有负性事件

的属性并且会带来人际伤害, 出于自我保护的目

的, 人需要在认知加工各环节(包括注意、知觉、

思维等)把冲突事件带来的潜在结果加工得更为

消极 , 作最坏的打算 , 以应对冲突 (Norem & 

Cantor, 1986)。此类与负性因素相关的独特心理过

程形成了“负性驱动机制”, 其影响贯穿于认知加

工的全过程。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 信息加工可分为注意搜

索信息、知觉加工信息、根据信息思考并决策三

个阶段, 而负性驱动机制会自上而下影响这三个

阶段。第一, 在注意搜索阶段, 人倾向于关注冲突

事件可能带来的负性结果而非正性结果。冲突事

件既具有消极意义, 如引发人际矛盾, 也具有积

极意义, 如激励组织发展。然而从进化的角度看, 

个体为了保证生存, 必须发现并回避负性刺激。

因此 , 在冲突中 , 人往往把注意投向负性结果 , 

即负性驱动机制在认知加工的最初阶段就会生

效。第二, 在知觉加工阶段, 人倾向于将负性信息

知觉得更为严重。出于自我保护动机, 个体需要

高度重视注意到的负性刺激 (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冲突事件具有积

极和消极两面, 而负性驱动机制的知觉途径会使

人在知觉上放大冲突事件的消极影响, 把其负性

结果知觉得更加严重。第三, 在思维决策阶段, 人

会表现出担忧性思维, 通过将消极结果预计得更

加糟糕从而让自己作好准备, 以此达成自我保护

的目的(Dai & Hsee, 2013)。 

综上, 我们提出假设 2：在冲突事件中, 人会

因负性驱动机制而更注意负性刺激、放大对后果

的严重程度的知觉、采用担忧性思维, 依赖有偏

的认知作出预测, 进而导致预测偏差。 

3.3  研究 3：负性驱动机制下预测偏差导致的后果 

由于冲突事件具有潜在的负性后果, 在负性

驱动机制下, 人们可能会因惧怕负性后果、过度

试图自我保护而采取回避行为。这些行为具有一

定程度的适应性, 可帮助个体满足需求, 例如避

免人际矛盾; 但与此同时, 其中某些行为只治标

不治本, 没有从源头解决冲突。 

回避行为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具体

而言, 针对冲突对象, 回避行为可能表现为人际

退缩。例如, 在拒绝他人的请求后, 高估被拒绝者

的消极反应可能会使人主动疏远朋友。针对冲突

事件, 回避行为可能表现为采取不作为的行为策

略, 例如不进行辟谣、避免提出不同观点等。当

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时, 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并

传播辟谣信息是打击谣言最有效的方法(Tripathy 

et al., 2013), 但高估辟谣对被辟谣者带来的伤害

可能使人不愿意辟谣, 导致谣言四起, 危害社会

秩序。此外, 人们还可能在持有不同观点时保持

沉默 , 避免提出不同观点 , 阻碍建设性的沟通

(Morrison, 2014)。对不同情境中的回避行为, 有

必要分别进行探究。 

综上, 我们提出假设 3：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

差将使人因担忧负性后果而采取回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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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 4：去偏差方案 

为了提升决策质量, 现有研究针对非冲突事

件中导致预测偏差的心理机制, 对消除预测偏差

进行了尝试 (Hsee et al., 2021; Zhang & Epley, 

2009)。就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而言, 它有时具

有适应性, 可以帮助个体回避部分负性结果 , 但

有时也伴随着代价。针对具有负面后果的预测偏

差, 研究者应当采取去偏差措施。鉴于冲突事件

中的预测偏差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心理机制, 有必

要针对冲突事件中独特的负性驱动机制开发不同

以往的去偏差方案。 

负性驱动机制的关键在于个体面对冲突事件

时认知加工受到动机的影响, 因此可以通过改变

个体的认知加工减弱预测偏差。具体方式有二：

一方面, 可以直接改变预测者在注意、知觉、思

维上的认知加工方式, 例如直接减少预测者对负

性信息的关注。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改变预测

者的外部环境减弱其自我保护动机进而间接改变

他们的认知加工方式。例如, 可以为预测者塑造

安全的环境, 减弱其自我保护的需要, 从而改变

认知加工方式, 达到去偏差的目的。如此可进一

步检验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心理机制, 也可帮

助人们趋利避害, 作出准确的预测。 

由此, 我们提出假设 4：通过直接或间接改变

预测者面对冲突事件时的认知加工方式, 可以减

小或消除预测偏差。 

4  理论建构 

本项目聚焦于冲突事件, 以对应的非冲突事 

 

件作为对照, 拟揭示预测偏差在冲突事件中的独

特表现形式与心理机制——“偏差放大效应”及其

“负性驱动机制”, 从而有助于完善关于预测偏差

现象及心理机制的理论, 构建解释冲突事件中预

测偏差的理论模型(图 1)。 

该理论模型具有两方面的创新。首先, 本项

目立足于动机性认知的视角, 解释预测偏差负性

驱动机制及其引发的偏差放大效应, 从而弥补以

往研究忽视动机对预测偏差的影响这一不足, 并

将预测偏差和负性偏差、动机性认知等理论结合

起来, 形成了更完整的理论框架。 

从现象来看, 本项目揭示了相比非冲突事件, 

人在冲突事件中表现出更大的预测偏差。这也拓

展了行为决策的负性偏差理论。以往研究多关注

负性偏差对决策者自身的影响 (Kahneman & 

Tversky, 1979)。而本项目将负性偏差拓展到人际

过程中, 认为个体在预测他人时同样存在负性偏

差, 即相比非冲突事件, 在冲突事件这类负性事

件中存在更强的预测偏差。这拓展了负性偏差理

论的适用范围, 提示研究者在探讨以预测为代表

的人际过程时, 也应当注意负性偏差的影响。 

从机制来看, 站在以往研究中信息驱动的视

角, 不论面对哪类事件, 人都存在同样的客观认

知局限, 故而无法解释为何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

差相比非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更大。本项目突

破了这种视角上的局限, 从动机驱动的视角提出, 

冲突事件具有的负性属性和潜在后果激发了人的

自我保护动机和避免人际伤害动机, 由此总结出

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负性驱动机制”。该机制 

 
 

图 1  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理论模型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7 期 陆静怡 等: 人心难读：冲突中的预测偏差及其心理机制 1445 

 

 

强调了动机对认知加工的重要性, 推动了动机性

认知理论的发展。现有的动机性认知理论多聚焦

于动机对个体内部认知过程的影响, 例如个体在

期望得到好结果的动机驱动下认为积极情绪会比

消极情绪更为持久(Mata et al., 2019)。而本项目将

动机性认知理论拓展到了人际互动中。冲突事件

多发生于人际互动中, 此时个体并非被动接受信

息, 而是主动建构对外部信息的认知, 如预测他

人情绪体验。在人际冲突中, 自我保护动机贯穿

了认知加工的各阶段 , 让预测者聚焦负性信息 , 

并以此预测他人, 进而导致回避等后果。人际互

动相比内部认知更为复杂, 要求个体思他人之所

思, 而本项目表明动机性认知同样可以在此类复

杂社会过程中指导人的行动。 

其次, 本项目超越了研究者对理性的传统理

解, 从生态理性观出发, 对预测偏差作了辩证分

析。以往研究只关注客观认知局限, 认为其可导

致预测偏差、带来消极影响(Epley et al., 2002; 

Savitsky et al., 2001), 却忽视了在主动认知调控

下, 预测偏差可以服务于个体的动机和需求。本

项目揭示预测偏差负性驱动机制的适应性作用 , 

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何为理性”, 增添了生态理

性观的影响力。 

最后, 本项目有助于冲突管理。揭示冲突事

件中预测偏差的规律与心理机制, 可有效提高个

体、企业与政府的冲突管理能力与效率, 为冲突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设计去偏差方案, 减少具有

消极结果的预测偏差, 有助于使人保持理性客观, 

惠人惠己, 还有助于高效化解冲突和矛盾, 最终

防止决策失误, 提升决策质量。对个体而言, 理解

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成因有助于准确预测他人, 

采用理性的方式消解人际矛盾 , 作出合理的决

策。对企业而言, 准确预测冲突事件中消费者、

客户公司或竞争对手的喜好、想法与反应, 有助

于提升冲突管理的能力与效率, 针对他人的想法, 

提供精准的服务, 采取有效的公关策略, 有针对

性地应对冲突, 实现互惠与双赢。对政府与社会

治理者而言, 理解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表现形

式与心理机制, 可精准理解社会冲突, 从源头抓

住社会矛盾的焦点, 有利于引导与管控社会事件

的发展; 掌握去偏差方案, 有助于消除社会成员

之间的偏见, 改善社会氛围。总之, 关于冲突事件

中预测偏差的研究结果将为精准的社会治理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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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ccurate mind reading: The misprediction in conflicts and its mechanisms 

LU Jingyi, QIU Tian, CHEN Yuqi, FANG Qingwen, SHANG Xues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revalence of misprediction hinders conflict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However, research has 

mainly shed light on mispredictions in non-conflicts and neglected the uniqueness of conflicts. This project 

investigates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and their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Specifically,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fourfold. First, it explores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and proposes the bias-amplification effect of 

conflicts. Second, it investigates the negativity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bias-amplification effect. Third, it 

examines consequences of the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Last, it develop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interventions to eliminate these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This project is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ispredictions in conflicts. The results help to extend theories on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as guide the public and social governors to make accurate predictions about others, to improv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o reach high-quality decisions. 

Key words: misprediction, conflict, negative bias, motivated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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